
 

中韩关系视野下的《三国史记》撰作1

 

王小甫（北京大学历史系） 

 

高丽王朝（918-1392）时代由金富轼（1075-1151）撰修的《三国史记》，是

韩国留存至今有关高丽王朝以前古代历史的 系统的文献史料。作者金富轼本人

做过王朝高官，也是韩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。1145 年（高丽仁宗二十三

年），时年七十岁的金富轼奉命撰修《三国史记》。据研究，他在撰修过程中，主

要参照了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晋

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

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古今郡国志》、《新罗国纪》、《风俗通》、

《括地志》等中国古代文献典籍，还参照了韩国古代文献，如《三韩古记》、《海

东古记》、《新罗古记》、《新罗古事》、《帝王年代历》、《鸾郎碑文》、《崔致远文集》、

《花郎世纪》、《鸡林杂传》、《海东高僧传》、《乐本》、《金庾信碑文》、《庄义寺齐

碑文》、《三郎寺碑文》等2。该书引用宏富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。更重要的是，

书中引用的韩国古代典籍大都已经佚失，故本书所保存的资料弥足珍贵。以下试

从中韩文化联系的视角略举几例予以阐发，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。 

 

一、韩中史料相辅相成 

《三国史记》中保存了很重要的韩国方面的史料，涉及中韩关系，很多可以

和中国方面的史料相互发明，相得益彰。例如： 

三国后期，韩半岛上出现统一趋势，因而攻战不已，民不聊生。据《三国史

记》卷六《新罗文武王本纪》上记载，六年（666）：“王以既平百济，欲灭高句

丽，请兵于唐。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，

以击高句丽。”3高句丽灭亡以后，文武王九年（669）“二月二十一日，大王会群

臣，下教：‘往者新罗隔于两国，北伐西侵，暂无宁岁，战士曝骨积于原野，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研究受到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资助。 
2 参考（高丽）金富轼 著、 孙文范等 校勘《三国史记》校勘说明，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。见

<http://www.dprk-cn.com/history/samguksagi.htm>.[2006 年 6 月 9 日] 
3 见《三国史记》，景仁文化社影印本，1994 年，6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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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分于庭界。先王愍百姓之残害，忘千乘之贵重，越海入朝，请兵绛阙，本欲平

定两国，永无战斗，雪累代之深仇，全百姓之残命。百济虽平，高句丽未灭，寡

人承克定之遗业，终已成之先志。今两敌既平，四隅静泰’云云。”1这些史料是

新罗文武王（661-681）自己对统一战略意图的清楚表白，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当

时地区政治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2。 

在《三国史记》卷七《新罗文武王本纪》下里，还收有一份文武王十一年（671）

报唐军总管3书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“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，面奉太宗文皇帝恩

敕：‘朕今伐高丽，非有他故，怜你新罗，摄乎两国，每被侵陵，靡有宁岁。山

川土地，我非所贪，玉帛子女，是我所求。我平定两国，平壤以南，百济土地，

并乞（与）你新罗，永为安逸。’”文武王提到的这份敕文并不见于中国史料，而

且“玉帛子女，是我所求”这样的言辞也不像唐朝皇帝的原话。但是，文武王引

这样一段话为自己辩护，却折射出了新罗统一的空间追求，即要全部统合平壤以

南所有百济曾经领有的土地。《新唐书·新罗传》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证据，其中

记载，唐高宗上元二年（675）唐、罗争战结束后，新罗“多取百济地，遂抵高

丽南境矣。置尚、良、康、熊、全、武、汉、朔、溟九州”。《三国史记·地理志》

二明确记载新罗的汉、朔、溟三州本高句丽地（《地理志》四则直接称为“高句

丽南境”），我曾经将其州县地名逐一比勘《大东舆地全图》，发现其地域直抵平

壤附近的大同江南岸。譬如《地理志》二记载：汉州“取城郡，本高句丽冬忽，

（新罗）宪德王改名，今黄州。领县三。（中略）唐岳县本高句丽加火押，宪德

王置县改名，今中和县。”中和地名今仍存，就在大同江南岸，其地现已划为平

壤市郊区。所以，所谓“高句丽南境”必为高句丽所取百济故地无疑。《新唐书·新

罗传》的记载可以理解为新罗因并合百济之地，于是占据了高句丽南境，这与上

述《三国史记·新罗本纪》“平壤以南百济土地”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。 

《三国史记》卷三十七《地理志》四收有被新罗并合的高句丽南境及百济全

境历史地名录，同时还保留了一份总章二年（669）二月唐将李勣《奉敕以高句

丽诸城置都督府及州县目录》，其敕文曰：“其州郡应须隶属，宜委辽东道安抚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见《三国史记》，景仁文化社影印本，1994 年，72 页。 
2 参拙文《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——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》，收在拙编《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

局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3 年，326-330 页。 
3 《三国史记》的记载是薛仁贵，《新唐书·新罗传》的记载是刘仁轨。据两《唐书》本传，刘仁轨为鸡林

道行军大总管，薛仁贵为总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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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，仍总隶安东都护府。”由此可见文后所列地名即当时

规划的安东府的辖区，包括后来随同后撤的熊津都督府所辖州县（其地土被新罗

并合，地名亦见于百济历史地名录）1。勘比韩中双方这些史料，有利于我们正

确揭示公元七世纪 6、70 年代唐、罗攻灭高句丽后因利益冲突发生纷争的真相2。 

 

二、以汉文音写保存古语资料 

韩国历史上很早就采用了汉文，甚至以汉语作为文学语言。《三国史记》就

是用汉语写成的。当然，韩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语言，而且，新罗统一以前，三

国语音甚至语言都各有特点。《三国史记》中用汉文记载保留了不少这类语言材

料，大多数是一些专有名词，如地名、官称等。例如： 

《三国史记》卷一《新罗始祖本纪》略云：“始祖姓朴氏，讳赫居世，前汉

孝宣帝五凤元年（前 57）甲子四月丙辰（一曰正月十五日）即位，号居西干，

时年十三，国号徐那伐。辰（韩）人谓瓠为朴，以初大卵如瓠，故以朴为姓。居

西干，辰（韩）言王（或云呼贵人之称）。”古汉语中，“国”也指都城，这里的

国号实际是说都城名。关于徐那伐，韩国前辈学者李丙焘曾注解道：“徐那伐，

《三国遗事》卷一作徐罗伐，或写作徐伐、徐耶伐。徐那、徐罗、徐耶和斯卢、

斯罗、新罗一样，都是一种语音异写。徐、斯、新以及苏伐的苏字，都是sos（高、

上）的音写；那、罗、耶、卢则是nala（国）的古语，合起来就是上国的意思。

伐和弗、火（bul）、卑离、夫里等字眼，都是东方古语里城邑、都市的意思。因

此，徐那伐本意即上国邑（首都）。现代语的Seoul（今译首尔）就是从徐那伐一

名的略译徐伐（Sebuol）转变而来的。”3

我同意李丙焘先生关于今Seoul一名就是从徐伐一名转变而来的说法，现在

Seoul音译汉字为首尔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用李先生的意见。但是，我不同意

李先生关于徐那伐本身就是上国邑=首都意思的考证，因为那样势必会将徐那、

新罗、苏伐、徐伐等同起来，造成混乱。徐那伐既为新罗国人辰韩语词，其本意

应在其原来的语言中去探求。一般认为，韩国语属于阿尔泰语系。我们先来看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见《三国史记》，景仁文化社影印本，1994 年，377、386-7 页。应当指出，由于时代间隔，这份地名目

录并非详尽准确，因而作者又开列了一份《三国有名未详地分》目录，其中列有中国史料明确记载的高句

丽地名如泊灼城、盖牟城、沙卑城、白岩城、建安城、苍岩城、白水山、沸流水、萨水、故国原、美川、

小兽林等。总之，这两份地名目录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。 
2 参拙文《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》，载《史学集刊》2005 年第 3 期，41-47 页。 
3 见金富轼《三国史记》上，李丙焘译注，乙酉文化社，1995 年，31 页注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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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《三国史记》自己已经注明了语意的词汇，即上引卷一中新罗始祖的称号居西

干。《三国史记》明确说：“居西干，辰（韩）言王（或云呼贵人之称）。”众所周

知，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称王者为可汗，古突厥文碑铭里写作Qaghan1，可汗家

族成员（贵人）亦可担任小可汗。居西干三个字的读音，古汉语上古音可拟测为

*kĭɑ siei kan，与古突厥语Qaghan的读音不难勘同2。因此我认为，徐那伐三字的

古汉语读音可拟测为*zĭɑ na bĭâwt，可以与古突厥语singar ordū勘同。古突厥

语（相当于辰韩语）singar ordū
3
可译为“半边王城”，当指庆州新罗王城，其

地本为一半月形高岗，故被称为半月城。《三国史记》卷一《新罗始祖本纪》：“二

十一年，筑京城，号曰金城。”就是以半月城即徐那伐（singar ordū）为中心修

建的，而且半月城就成了京城顶端的王城，今天仍然是韩国庆州金城遗址的主要

遗迹。显然，新罗始祖王 早就居住在那里。 

 

三、厘清易于混淆的历史概念 

韩国高丽王朝继承了统一新罗的正统
4
，故金富轼撰《三国史记》首述新罗

诸王本纪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一部奉王命撰修的历史著作，《三国史记》还对一些

重要概念进行了厘清和规范，经其厘定的概念对后来的相关史学产生了重要影

响。以下试举两例： 

1、三韩与三国 

三国时代以前，半岛北部为古朝鲜（檀君-箕子-卫满）；南部为三韩：辰韩、

马韩、弁韩。后来汉武帝灭朝鲜卫氏政权，设乐浪等四郡；三韩则演化成新罗和

百济。高句丽本居中国东北，公元前 37 年夫余王子朱蒙出逃高句丽之地（纥升

骨城/卒本，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）5建立政权，后长期以国内城（今吉林省集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参见Talat Tekin,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. Indiana University, Bloomington, 1968, p.338. 
2 “西”字读* siei，于对音似嫌扞格。但古代汉语、韩国语乃至阿尔泰语系中都有s/sh、x/k发生音转的例

子，例如（朝）鲜、韩二字的读音就是如此（见拙文《朝鲜为“来朝之韩”说》，收在拙编《盛唐时代与东

北亚政局》，444-454 页），因而问题也不难解决。 
3 同上书 360、368 页。 
4 《三国史记》卷十二《敬顺王本纪》略云：“初，新罗之降也，太祖甚喜，既待之以厚礼，使告曰：‘今

王以国予寡人，其为赐大矣。愿结婚于宗室，以永甥舅之好。’答曰：‘我伯父亿廉迎干知大耶郡事，其女

子德容双美，非是无以备内政。’太祖遂取之生子，是显宗之考，追封为安宗。显宗自新罗外孙即宝位，此

后继统者皆其子孙，岂非阴德之报者与？”（景仁文化社影印本，141-143 页） 
5 《三国史记》卷三十七《地理志》四：“则所谓朱蒙所都纥升骨城、卒本者，盖汉玄菟郡之界，大辽国东、

京之西，《汉（书·地理）志》所谓玄菟属县高句丽是与。”（377 页）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作为高句丽王城之

一，已于 2004 年 7 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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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）为都城。经过三个多世纪，半岛上的乐浪郡和带方（真番1）郡再也“无力

阻挡高句丽的南进，终于四世纪初被高句丽并合”2，乐浪郡的首府平壤也就转

到了高句丽的治下。所以《三国史记》卷三十七《地理志》四记载：“高句丽始

居中国北地，则渐东迁于浿水（今大同江）之侧。”这就是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

三国的由来。然而，由于历史复杂久远，容易混淆，很早就出现了将三国称作三

韩的说法。这种称呼忽视了其间的演变发展，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。金富轼

为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修史称为《三国史记》，不称三韩，这就为严肃的历史研

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

2、高丽与高句丽 

尽管在早期的史料中，高句丽的名称有一些异写，但在唐宋时代的中国史料

中，几乎都写成了高丽。然而，我们看到《三国史记》在利用这些中国史料时，

却将其中的高丽全都改成了高句丽。例如，将《三国史记》卷二十《高句丽婴阳

王、建武王本纪》与《隋书·炀帝纪》、《旧唐书·高丽传》的有关内容相比勘，

将《三国史记》卷二十一、二十二《高句丽宝藏王本纪》与《旧唐书·高丽传》、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相比勘，就可发现莫不如此。其中原因，我以为很可能是作

者金富轼有意所为。 

关于太祖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原因，或说“含有承继高句丽之意”
3
；或说

太祖生于松岳郡（今朝鲜开城一带），其地本为高句丽故地，因以为国号。如前

所述，我认为高丽王朝继承的是统一新罗的正统。高丽朝建立时高句丽已经灭亡

250 年了，说太祖会置这样长的时间和统一的空间于不顾，反而刻意要去承继分

离时代三国之一的高句丽，很难令人信服。“新罗松岳郡本高句丽扶苏岬，开城

郡本高句丽冬比忽（原注：高句丽郡县多称忽）。”
4
扶苏岬、冬比忽亦见于《三

国史记》卷三十七《地理志》四所列的高句丽历史地名录，都属于所谓高句丽南

境（即历史上为高句丽所攻取的百济故地）
5
。因此，说太祖建国以故地为号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真番郡有在南与在北二说，两说“相较，显以在南说较长”，见张锡彤等著《〈中国历史地图集〉释文汇

编·东北卷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88 年，50-51 页。我认为，真番、带方二名，实乃一音之转，拟另

文专申此说。 
2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著，王建等译《朝鲜全史》第三卷《中世篇·高句丽史》第四章《恢复辽东与扩

张领土》第四节《南进》，延边大学出版社，1988 年，134 页。据《三国史记》卷十七《高句丽本纪》第五，

美川王“十四年（313）冬十月，侵乐浪郡”，“十五年秋九月，南侵带方郡”（180 页）。 
3 [韩国]李丙焘著、许宇成译《韩国史大观》，台北：正中书局，1961 年，144 页。 
4 《新增东国舆地胜览》卷四《开城府》上，古典刊行会，1994 年，88 页上栏。 
5 见《三国史记》景仁文化社影印本，378-379 页。 

 5



无道理。由此就有两点值得提醒学界注意： 

①由太祖建国称高丽可知，当时当地只知高丽一名，不知高句丽一名，和唐

宋时代中国史料记载的情况一样。 

②从《三国史记》开始，韩国历史文献记载中高丽和高句丽两个名称在使用

上有了区别。对高丽王朝而言，高句丽成了和自己有区别的历史名称。金富轼为

什么要这样做，或者说高丽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，其原因不得而知。无论如

何，这种做法不能看作高丽朝把自己视为高句丽直接承继者的表现。于是，对于

高丽朝以前的历史，即使文献原本写的是高丽，也要改称为高句丽以示区别。现

在，这种做法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条规范。 

 

四、结语 

我国前辈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：“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

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，而古代哲学家去

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

小之一部，欲借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

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

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

心孤诣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”
1
陈

先生所论虽然是中国哲学史的撰著，我以为对于我们研究《三国史记》的撰作乃

至古代历史也都是适用的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今天要想正确理解和利用《三国史

记》所保存的古史信息，先应该对作者金富轼取一种“了解之同情”，至少要了

解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，才有可能对其史学观点和取舍标准有比较

客观正确的认识。决不能任凭一己之好，断章取义，妄下判断。 

此外我也感到，《三国史记》所保存古代韩国方面的资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文

化价值，值得花大力气将其甄别辑录出来，结合其他史料文物，进行全面系统地

研究。好在《三国史记》所引用的中国史料基本都在，做这样的披拣工作应该说

有很好的基础。 

总之我认为，在中韩关系的大视野下推进研究《三国史记》的史料与史学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，收在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，247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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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今天两国人民对共有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，有利于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

继续发展。这是一项既有学术价值、也有现实意义的工作，值得两国学界携起手

来，共同来做。 

 

2006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写于北大畅春园 

原刊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《韩国学论文集》第十六辑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7 年 1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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